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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三苏家风及四川家学延续

“三苏”作为四川省的历史文化名片之一，既彰

显出天府之国的“人杰地灵”，同样也表明巴蜀地区

有着浓厚的家学氛围。正如苏轼所言：“吾州之俗，

有近古者三：其士大夫贵经术而重氏族，其民尊吏

而畏法，其农夫合耦以相助。盖有三代、汉、唐之遗

风，而他郡之所莫及也。”[1]苏辙（1039—1112）曾

回忆其父苏洵（1009—1066）对家庭教育的重视，

他写道：“先君平居不治生业，有田一廛，无衣食

之忧，有书数千卷，手缉而校之，以遗子孙，曰：

读是，内以治身，外以治人，足矣，此孔氏之遗法

也。”[2]苏洵不经营产业，幸得还有一些田地，也算

衣食无忧，由此可见苏氏家风并不过分追求外物。

而苏洵大量的藏书和细心的校雠，期望能够把它们

留给子孙后代，表明苏氏一族对书籍的珍惜，同时也

是对知识传承的重视。苏洵希望秉承儒家的传统，

崇尚“修身”和“治人”，这种态度也影响到苏轼和

苏辙兄弟二人，形成了苏氏一族尚学、修身的家风

和学风。

正是由于巴蜀地区浓厚的好学家风，使得“巴蜀

世族独盛于两宋”[3]。据孙鸿猷对《宋史》中宋代官

员的统计数据显示，“《宋史》列传八百余人，而蜀

中一隅之地，多至百数十名，其他见于故书雅记者，

犹数倍于兹。终两宋之世，吾蜀人才臻于极盛，殆自

来所未有。其人且率皆文学、政事、史才之选，徒以

武勇取功名者绝罕。”[4]由此可见，两宋时期四川籍

的官员比例极高，且从事多种领域。此外，苏轼的亲

家吕陶（1028—1104）曾于笔下描绘眉州（今眉山）

学风浓厚、民风淳朴、人才辈出的景象：“眉阳士人

只盛甲两蜀，盖耆儒宿学，能以德行道义励风俗、训

子孙，使人人有所宗仰而趋于善，故其后裔晚生，循

率风范，求为君子，以至承家丛仕、誉望有立者众。

家氏之族，乃其一也。”[5]

历史性地审视四川的发展，虽然世族的繁盛没

能再超越两宋，但“三苏”家风中好学的品格和精

神却依然延续。从清朝绵延至今的槐轩刘氏也像苏

轼家族一般十分重视家学、家风，被誉为“川西夫

子”的刘沅（1767—1855）更是编撰《蒙训》一

书教育族中幼子。近代巴蜀学者刘咸炘（1896—

1932）便是优良家风和家学培育出的代表。他在

《宥斋自述》一书中坦言：“吾之学……所从出

者，家学祖考槐轩先生，私淑章实斋先生也。”[6]从

“三苏”到槐轩刘氏，纵观四川近一千年来的文化

演进，以家族为单位的文化延续使得巴蜀文脉始终

扎根传统，向上生长；而优良的家风亦是文明得以

黄宗贤

家风陶冶与家学传承
——家庭教育对苏轼艺术创作与艺术观的影响初探

摘   要：苏轼的艺术成就除了源于其过人的天

赋和才情之外，亦受益于家风熏陶和家学传承。正

是苏氏家族“门前万竿竹，堂上四库书”的家学氛

围，成就了“一门三父子，都是大文豪”的千古佳

话。苏轼的艺术成就证明了家庭启蒙对于文化教育

的重要作用；而深入学习和弘扬三苏家风，无疑具

有重要的现实意义。

关键词：三苏家风；艺术实践；艺术观



特 稿

16 2022 年·第 5 期

绵延和发展的有力保障。

二、三苏家风对苏轼艺术实践的影响

三苏家风对苏轼绘画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直

接体现在风格、主题等层面之上。首先，苏轼之父苏洵并

非以擅长绘画而著名，当今学界的研究成果中也基本没有

关于其绘画和作品的描述。即使苏洵作为一个全能型的文

人，在“琴棋书画”等各类艺术领域都有涉猎，但是因其

自身成就不高，因此苏洵直接教授苏轼绘画的假设很难成

立。其次，苏轼所画之墨竹、枯木、怪石等题材，多是借

其抒发心中的愤懑，因而更难与家学传承有关。最后，在

绘画风格上，尤其是画竹，苏轼主要是受文同的影响，因

此与家学传承也相去甚远。那么想要探究苏轼绘画实践与

其家学的关系就需要越过画面，去分析创作动因、审美态

度等更深层次的内容，才能把握苏轼的绘画创作与家学之

间的联系。

苏轼的绘画成就很高，但作品却传世稀少，再加上

年代久远而导致真假难辨。目前，学术界普遍认为《墨竹

图》和《枯木怪石图》为苏轼之真迹。仔细欣赏两幅作品，

其实画面中的景物造型并不“好看”，特别是《枯木怪石

图》，画面中的树枝与石头“别别扭扭”，与大多数文人追

求的“踏雪寻梅”“寒江独钓”等高雅野逸之趣相差甚远。

苏轼这种独特的审美趣味，却恰好与其家学颇有渊源。上

文已提及，苏洵秉承儒家的传统，希望苏轼兄弟二人通过

学习达到“修身”和“治人”的目的。而苏轼作画亦是如

此。他期望通过绘画这种方式抒发情感，达到“修身”之

目的。当然，苏轼平生嗜作枯木怪石并非其特立独行，而
图一：苏轼《墨竹图》

图二： 苏轼《枯木怪石图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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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与他一生坎坷的仕途息息相关。他笔下的那些奇

特意象，不过是“描写胸中磊落不平之气，以玩世者

也” [7] 。总而言之，以“修身”的家风与绘画的途径

在苏轼笔下成为怪石、枯木与墨竹，这种绘画的方

式成就了苏轼乐观旷达的心胸。与此同时，苏轼的创

作观和审美趣味也促使宋代“文人画”兴盛起来。

至于家学、家风对苏轼的影响，则可直接追溯

至其父亲苏洵。宋人冯时行曾在《跋老苏书帖》中评

论：“此书法律不足，韵度有余。蜀人本不能书，元

祐间东坡始以其笔画名世。其法虽出于二王，其实已

滥觞于老苏泉源中矣。”[8]由此可以推测，在“蜀人

本不能书”的环境下苏洵在当时应算佼佼者。此外，

冯时行的文字也暗示了家学传承对苏轼在书法塑造

上的影响。在四川一带善书者少的情况下，苏轼、苏

辙兄弟的书法教育大多只能依靠父亲苏洵的传授。

事实上，这种影响在苏轼幼年时就已经产生。苏辙

之孙苏籀（1091—1164）曾有一段文字，记载了苏洵

与苏轼兄弟在幼年时候学习书法的趣事：“东坡幼

年作《却鼠刀铭》，公作《缸砚赋》，曾祖称之，命

佳纸修写、装饰，钉于所居壁上。”[9]文中的公是苏

辙，曾祖即为苏洵。苏洵用称赞表扬的方式鼓励苏

轼二人练习书法，并让兄弟二人用“佳纸修写”，再

悬挂于墙壁之上。这本是读书人家平常之事，但是

苏洵用行动肯定苏轼兄弟二人的书法才能，对于苏

轼、苏辙来说影响深远，乃至于多年以后苏辙还向

子孙后代回忆此事。也正是由于苏洵的言传身教，

为苏轼打下了良好的书法基础，使得他能够创作出

被誉为“天下第三行书”的《黄州寒食诗帖》。

苏洵对于苏轼的书法风格的形成，也有一定的

影响。清人冯班有文字写道：“坡公少年书《圆觉

经》小楷，直逼季海。见老泉一书，亦学徐浩。”[10]

冯班所言之《圆觉经》，在楼钥的《攻媿集》中也有

提到。楼氏虽然没有亲见该作，却见到了与之同时的

苏辙的一件书法作品。他在文中写道：“太府卿苏公

伯昌谔，为明州长史，僧有献少公《维摩经》手泽，

盖为老泉小祥书此。后以示蜀士，士曰：‘蜀有长公

书《圆觉经》’，与此同时，字体亦相类。”[11]在现

代教育体系建设之前，传统的艺术教育多是师徒相

传或是以血脉为纽带的氏族传承，因此子承父业的

情况在艺术领域也是十分常见，例如五代西蜀画家

黄筌（约903—965）和其子黄居寀（933—993）父子

皆擅工笔花鸟。在传统的家庭教育中，家族后代的书

法临摹范本也几乎是由长辈指定，由此可以推测苏

轼学徐浩正是受其父苏洵的影响。再加上当时苏家

或许就收藏有徐浩的作品，苏洵及儿子均以之作为

摹本，所以也就有了一门三父子书风类似的情形。

三、三苏家风对苏轼艺术观的建构

苏氏一族的家学、家风对于苏轼艺术观的建构

和形成也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。苏轼提出的绘画理

论对“文人画”发展有着巨大贡献。他也是目前记

载最早的“文人画”提倡者。[12]苏轼艺术理论中最为

著名的当属《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》的诗句：“绘

画以形似，见与儿童邻。”当然苏轼并非反对形似，

而是旨在阐明绘画的终极价值不应该仅停留在追求

形似的层面。他认为绘画应该表现作者的精神，即

所谓“取其意气所到”者。如果因为追求物象的形似

而束缚了画家的情感表达，那么便不能抒发艺术家

的志趣和感怀，反而落入下乘。苏轼所倡导的这一

理念对文人画的发展影响深远，成为后世文人墨客

们追求终身的艺术境界。仔细审视苏轼绘画“形似

论”，可以明显地看到苏氏家族家学、家风的影子。

苏轼不求形似和以画抒情的创作观，不正是尚学、

修身的拓展和延伸吗？

其次，苏轼强调诗画一体的绘画理论也与其家

学背景关系密切。苏轼曾在《书摩诘蓝田烟雨诗》

中写道：“味摩诘之诗，诗中有画。观摩诘之画，画

中有诗。”元代赵孟頫（1254—1322）提出“书画本

来同”便是建立在此基础之上。当然二者对“诗画

同源”的侧重并不相同：苏轼强调诗画的意境；而赵

孟頫则更看中诗的文字载体，从而契合他“以书入

画”的宗旨。苏轼强调诗、画之间的联系的确包含了

他观王维之画后的有感而发，但是深入研究之后却

也能厘清其观念与家学之间的关系脉络。苏轼小时

候非常淘气。为了敦促他学习，苏洵想出了一个绝

妙的办法。他故意写下两句残诗，然后让苏轼填写，

再用赞扬中带着遗憾、否定中带着认可的评语激发

苏轼的好胜欲望，最终留下“清风扶细柳，淡月失梅

花”的千古名句。诗句中的“扶”和“失”完美地诠

释了物象的形态，更表达出一种清雅、幽远的意境；

而诗、画中的意象本就相通，苏轼对诗歌意象的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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视自然也会转移到绘画之中。

最后，苏轼画论中“虽无常形，但有常理”的观

点亦与其家学关联密切。苏轼曾在《净因院画记》中

提到：“余常论画以为人禽宫室器用，皆常有形。至

于山石竹木水波烟云，虽无常形，而有常理。常形之

失，人皆知之，常理之不当，虽晓画者有所不知……

世之工人，或能曲尽其形，而至于其理，非高人逸士

不能辨”。苏轼并没有将绘画看作是一门单纯的技

艺，他所强调的“常理”就是要求文人画家要寻找并

明了绘画的内在规律。虽然万物千变万化没有“常

形”，但是艺术家却能从变化中寻找规律。只有掌

握了物象的内在律法，画家创作出的作品便会更有

生命力。苏轼能够看到绘画背后的“常理”，应离不

开父亲的熏陶。世人皆知，苏洵十分擅长政论，他在

《六国论》的开篇就点明了“弊在赂秦”。苏洵对历

史的整体把握力，使其往往能透过现象直达本质。

这种良好的学风也影响到苏轼和苏辙，使之善于总

结和归纳。苏辙所作《六国论》虽然在立论上与苏洵

并不相同，但他却能透过现象直达本质。父子二人

在文体、重士观点等方面亦可谓异曲同工。[13]至于苏

洵善于思考与总结的学风在苏轼身上的传承便有后

者“虽无常形，但有常理”的绘画理论可印证。

四、总结

人类一生中所受的教育应包括家庭教育、学校

教育和社会教育三大阶段。这三大阶段对于人生关

系皆可谓重大，以至我们难以分别出它的轩轾来。[14]

但是，俗话说“三岁看到老”，幼时的家庭启蒙对

于一个孩童来说很有可能就是定型与定性的塑造，

因而至关重要。苏轼的艺术成就除了源于其过人的

天赋和才情之外，亦受益于家风熏陶和家学传承。

正是苏氏家族“门前万竿竹，堂上四库书”的家学

氛围，成就了“一门三父子，都是大文豪”的千古

佳话。

苏氏家族尚学的家风是四川的优良传统，历史

价值与现实价值并存，值得中华民族传承与弘扬。

此外，家风陶冶与家学传承从根源上培养了苏轼的

艺术技艺，也奠定了苏轼艺术的思想基础。因而深

入学习三苏家风，对于当下提升和完善家庭教育具

有启示性的价值与意义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

三苏祠时所言：“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多年的文明史，

我们要敬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坚定文化自信。要

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的理念和

思维，广泛借鉴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，不能封闭

僵化，更不能一切以外国的东西为圭臬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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